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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散性使选举后村民难以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从

而导致村民自治变为村委会干部自治。随着各种农民

自组织的生长，不仅能够培育农民在自组织内的参与

意识和自治能力，而且使农民得以借助自我组织参与

村务管理，影响村域公共权力的运作。2004年10月初，

笔者到《中国农民调查》一书涉及的地方——安徽省

北部农村调查。有一个村的农民自发组织起养鸡协

会。协会成立后可以购买较便宜的饲料，可以统一防

治鸡病，方便农民出售鸡产品，使农民得到很大收

益。协会很受农民欢迎，获得极高声誉。由此也使当

地的村委会干部产生很大压力，促使他们只有更多地

为村民提供服务才能获得相应的支持，村委会的行政
①汪辑《我国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已超过 15 万个》，《光明日

报》2004年10月18日B1版。

化势必向群众性回归。到2004年，我国各类农民专业合

作经济组织已超过1 5 万个①，它们将在村委会这一自治

制度平台上发挥积极作用，构成村民自治运行的组织

基础。　

当然，理性化社会的建构和自组织发育是一个长

期的过程。这也决定了村民自治的成长必然会经历一

个漫长的成长过程。对这一点必须有足够的思想认识

准备。否则就会再次陷入历史上的民主幼稚、急躁病

和因为急躁而带来的失望，以致抛弃民主的窠臼。

（收稿日期：2004-11-03  责任编辑：唐惠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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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 缘 化 的 外 来 劳 动 力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旨在分割中国城乡劳动力市

场的若干制度，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改革，户籍制度

有所放松，城市福利体制开始改革，劳动就业也逐渐

市场化，劳动力的流动性愈益加强，原来主要集中在

农业的劳动力，开始向农村非农产业、小城镇甚至大

中城市流动。但是，户籍制度并没有能从根本上得到

改革，它仍然像一道无形的“墙”，决定着城市居民

［摘要］外来劳动力在城市不能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对待，导致外来劳动力在城市陷入
边缘化的境地。要改变外来劳动力的这种地位，惟一的途径是进行彻底的户籍制度改革，使外
来劳动力迁移到城市后，能在就业、社会保障、获得公共服务等方面，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
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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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000）

和外来劳动力的不同身份。外来劳动力在城市不能享

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对待，这导致外来劳动力在城

市陷入边缘化的境地。

一、职业分割与工资差异

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外来劳动力一般并不能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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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到比较正规的部门就业，而大多数受雇于非国有经

济部门，或城市的一些非正规部门，从事非熟练性的

劳动。即使干的是完全相同的工作，与城市劳动力相

比，外来劳动力得到的工资和其他待遇相对也会较低。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五

城市劳动力市场调查数据，我们得出了年龄在 1 6～6 0

岁之间的外来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的就业岗位和小时

工资。这两类劳动力在就业岗位分布上的差异显而易

见。外来劳动力中，一半以上的人是自我雇佣者；另

有将近 3 0 % 的人为非公有单位工人；公有单位职工和

非公有单位行政管理及专业技术人员，占的比例都较

小。而城市劳动力中，将近70% 的人为公有单位职工；

自我雇佣者和非公有单位工人的比例都略高于 1 0 % ；

非公有单位行政管理及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最低，不

到8%。

外来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的工资收入差异也很明

显。外来劳动力的小时平均工资为4.05 元，城市劳动

力为 5 . 7 元。从每一类就业岗位看，外来劳动力的小

时平均工资，均低于城市劳动力。其中，非公有单位

行政管理及专业技术人员中，外来劳动力与城市劳动

力的工资差异最大，达到了2.8 元。

运用分析女性与男性工资差距的方法，我们对外

来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的工资差距进行了分解。分解

结果发现，两者工资收入差异的 5 7 %，是可以由个人

禀赋差异所解释的。也就是说，是由两者人力资本水

平差距引起的。根据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表抽

样数据，城市中 1 6 岁及以上的城市劳动力与以务工

经商为目的的外来劳动力，其平均受教育年限差异

为0.89 年。按照五城市调查，两者平均受教育年限差

异高达近3 年。而两者工资收入差异的 43%，主要由歧

视引起。由此可见，歧视是造成两者工资收入差异的

重要因素。而对外来劳动力的歧视，主要是由户籍制

度及与其相关的一系列福利体制造成的。

二、工作的基本状况

外来劳动力所处的职业层次，相比城市劳动力来

说较低，而且小时平均工资也低。尽管如此，外来劳

动力为寻找工作所花费的成本，却远高于城市劳动

力。在五城市调查中，当被问到“您找工作花了多少

钱”时，外来劳动力的平均花费为80 元，而城市劳动

力却只有56 元。有的外来工为寻找工作花费的成本竟

高达1万元。

很多单位在新员工进入时，要求他们缴纳保证

金、集资款和抵押金等。外来劳动力需要缴纳的这些

费用，平均为66 元，而城市劳动力为57 元。有的外来

劳动力在进入目前单位工作时，缴纳的这些费用总和

高达5000 元。这说明，外来劳动力在进入单位时，也

遇到了比城市劳动力更大的障碍和困难。对从农村到

城市打工的劳动力来说，如果寻找工作和进入单位的

成本太高，会造成其在经济上无力支撑，足以使他们

放弃进城务工的计划。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劳动合同是劳

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

的协议。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是保证劳

动者合法权益的一项重要手段。但是，很多单位根本

不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我们的五城市调查发现，外

来劳动力中，只有 2 9 % 的人与单位或雇主签订了劳动

合同，大大低于城市劳动力 5 3 % 的比例。这种状况违

反了劳动法，侵犯了职工的合法权益；同时，这也为

处理单位与职工之间可能发生的劳动纠纷，设置了障

碍。

近几年，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已成为社会关

注的问题。许多农民工辛辛苦苦地工作，到头来却拿

不到工资。五城市调查发现，目前有单位的外来劳动

力中，所在单位拖欠工资的比例为12 . 0 2 %，城市劳动

力的这一比例为8.59%。外来劳动力的比例高于城市劳

动力。李强的调查发现，被调查农民工总数的24% 被老

板、雇主克扣工资，其中，最多的拖欠45000 元，曾被

拖欠1000 元以上的占被调查农民工总数的72.5% ①。在

广东省的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半数的务工青年每月只

有400- 8 0 0 元的微薄收入，而且很不稳定。他们所在

的三资企业、私营企业中，64.4% 存在拖欠、克扣或拒

发工资的现象，有的务工青年辛苦１年，血汗钱却被

无限期拖欠②。黑龙江省的一起投诉非常典型，24 6 名

外地民工举报黑龙江省某建筑公司拖欠工资，数额高

达39 万元③。

三、养老、失业和医疗保险

根据五城市调查，目前有单位的外来劳动力中，

单位为其提供养老保障的比例平均为 6 . 7 2 %，而城市

劳动力的这一比例却高达 6 9 . 1 6 % 。而且从每个城市

①李强，《不得已的非法生存》，《改革内参》2003年第2期。

②新华网，2002年1月24日。

③新华网，2002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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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外来劳动力从单位得到养老保障的比例，都远远

低于城市劳动力。福州的外来劳动力从单位得到养

老保障的比例最高，但也只有 1 2 . 4 %；西安最低，仅

为2 . 0 5 %。城市劳动力中，上海得到养老保障的比例

最高，为71.45%；沈阳最低，但也达到了62.88%，远

远高于外来劳动力得到养老保障比例最高的福州。可

以这样说，绝大多数城市劳动力，能从单位得到养老

保障福利，而外来劳动力中，却只有极小部分能从所

在单位得到养老保障待遇。

在珠江三角洲进行的外来农民工的调查表明，厂

方为打工者办理了养老保险的比例为3.9% ①。在北京、

长春、南京、天津、武汉和西安六个城市进行的调查

表明，农民工中，工作单位为其提供养老保险的比例

仅为14%，而城市本地职工中，这一比例却高达88% ②。

同样，失业保险适用的范围只是城镇职工，却未

将外来劳动力包括在内。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

示，15-64 岁的乡城迁移者的失业率为3.61%。外来劳

动力从失去工作到再次就业期间，只能依靠自己的积

蓄或其他来源，自己负担生活及其他一切费用而没有

任何补偿。在面对失业时，他们的生活和经济状况将

非常窘迫。

根据五城市调查，目前有单位的外来劳动力

中，单位为其提供医疗保障的比例平均为 7.74%，而

城市劳动力的这一比例却高达 6 7 . 5 6 %。差异极其悬

殊。而且从每个城市看，外来劳动力从单位得到医

疗保障的比例，都远远低于城市劳动力。上海的外

来劳动力从单位得到医疗保障的比例最高，但也只

有 10. 34%；西安最低，仅为 3.51%。城市劳动力中，

同样是上海得到医疗保障的比例最高，为71.57%；沈

阳最低，但也达到了5 5 . 8 5 %，远远高于外来劳动力

得到医疗保障比例最高的上海。可以这样说，绝大

多数城市劳动力，能从单位得到医疗保障福利，而

外来劳动力中，却只有极小部分，能从所在单位得

到医疗保障待遇。

以上分析仅仅是针对那些目前有单位的劳动力

而言。如果把所有外来劳动力和城市劳动力都包括

在内，外来劳动力有医疗保险或公费医疗的比例仅

为3.88%，而城市劳动力为52.88%。两者的悬殊也极

大。

五城市调查中，在被问到“您在从事这份工作

时，您应该报销的医疗费是否得到报销”时，外来劳

动力的医疗费能够得到按时足额报销的比例为60.75%，

城市劳动力为 6 3 . 4 2 %。尽管差距不是很大，但外来

劳动力的这一比例仍低于城市劳动力。在珠江三角

洲进行的外来农民工的调查表明，在医疗待遇上，

数工伤待遇最好，可以全部或部分报销的比例为

7 2 . 1 %；数女工孕产待遇最差，可以全部或部分报销

的占17.9%；常见病（小病）有报销待遇的占23.0%，

重病可报销的占33.0%。在病假期间，有 12.9% 的人

能够得到厂方的生活补助③。李强的调查显示，93% 的

农民工生病后单位分文未付，只有 7 % 的人得到过单

位支付的药费④。

四、住房状况

根据五城市调查，目前有单位的外来劳动力中，

从单位得到住房福利的比例为 41.26%，而城市劳动力

的这一比例为3 7 . 3 %。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外来劳动

力从单位得到住房福利的状况好于城市劳动力。但

是，仔细观察一下不难发现，实际上并非如此。外来

劳动力从单位得到住房福利的主要形式为临时宿舍，

而租房补贴、分配住房，以及其他形式的住房福利比

例都很低。尤其是单位为外来劳动力分配住房的情

况，少之又少。作为单位为外来劳动力提供住房福利

的主要形式——临时宿舍，其条件往往很差。

五城市调查中，还询问了外来劳动力在城市居

住的环境和条件。外来劳动力中，49% 的人与人合住，

没有自己独立的空间；而且有将近一半的人同三个

及以上的人合住。外来劳动力居住的住房中，仍有

将近 10% 的住房没有自来水；40% 的住房没有管道煤

气或天然气；7 1 % 的住房没有取暖设备。另一项在北

京、无锡和珠海三市进行的调查表明，在北京和珠

海，每10 个农村户口流动人口家庭中，就有 7 个生活

在低级标准的住宿条件下，例如共享单元间、工棚

或宿舍⑤。

由此可见，绝大多数外来劳动力，在城市不拥有

属于自己的住房。他们如果能够住在单位提供的宿

舍，就已算是拥有较好的住房条件。有的单位所谓的

宿舍，条件也相当艰苦。单位不能提供临时宿舍的外

来劳动力，有的借住在亲戚或朋友的住处，有的干脆

①“外来农民工”课题组，《珠江三角洲外来农民工状况》，《中国社会

科学》1995年第4期。

②本调查于2000年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和美国贝茨学院合作进行。

③“外来农民工”课题组，《珠江三角洲外来农民工状况》，《中国社会

科学》1995年第4期。

④李强，《不得已的非法生存》，《改革内参》2003年第2期。

⑤王奋宇、李路路等著，《中国城市劳动力流动》，北京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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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工作场所或工棚，有的被迫自己租赁房屋居住

等。由于外来劳动力的工资或收入通常较低，在租房

时，他们考虑的第一要素往往是价格，居住条件很少

考虑。很多外来劳动力选择在城乡结合部，或者城市

中条件较差的房子居住。可以说，很多外来劳动力居

住的地点，缺乏最基本的生活条件。长期以来，在城

市中的一些地方，形成了外来劳动力的聚居区。这些

地区的住房，多数狭小简陋，居住环境极其恶劣，治

安状况也较差。

五、人文状况

外来劳动力在城市的边缘化还体现在，在人文发

展状况上，外来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也有很大差距。

人文状况主要表现在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子女

教育、政治参与，以及与城市人口的心理融合等方

面。

外来劳动力在进入城市后，几乎不太可能再有接

受正规教育的机会。他们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和工作技

能的唯一的也是最有可能实施的途径，就是接受培

训。但是，很多单位不为外来劳动力提供培训机会。

在珠江三角洲进行的外来农民工的调查表明，打工者

进厂后参加过技术培训的占2 9 . 1 %。在参加过培训的

打工者中，有一大半是自己寻找机会和门路参加培

训，只有一小半参加过本厂组织的培训①。

外来劳动力子女接受教育的状况也令人堪忧。

北京、无锡和珠海三市的调查表明，尽管外来劳动

力的子女在原则上可以进入当地的学校，但实际上，

他们为了进入学校，很多时候不得不付出比城市子

女更高的费用。大多数城市中，外来劳动力的子女

在城市上学，都要缴纳借读费。许多人最终只能在

私人市场上购买教育服务。在那些有孩子在父母工

作的城市读书的流动人口中（少数），很多人声称在

孩子上学方面受到了歧视（北京有 40%，无锡有50%，

珠海有56 %）②。

中国现行的人大代表选举制度，事实上造成相当

一部分流动人口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得不到实现，

“外来人”不能参与当地政权的管理。单位中的工会、

职工代表大会、劳动监察委员会，以及一些其他类型

的劳动组织，通常是劳动力表达自己心声、争取自身

权益的重要渠道。五城市调查发现，目前有单位的外

来劳动力中，其所在单位没有任何劳动组织的比例高

达78%。而城市劳动力所在单位，仅有22% 没有任何劳

动组织。

在与城市居民的融合和认同感方面，外来劳动力

要想把自己完全融入城市生活，忘记自己的身份，是

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事实也的确如此。珠江三角洲

外来农民工的调查表明，调查对象中，15.5% 的人明确

表示他们打算长期留在此地；7 2 . 4 % 的人明确表示不

打算长期留在此地；其余 1 2 . 1 % 的人没有表明态度。

外来农民工并没有将目前生活的城市看作自己的家，

绝大多数的人不打算长期留在此地③。即使有的外来

劳动力，想要在城市中长期居住下来，也并不等于他

们完全融入了城市生活。很多人在心理上依然不能把

自己与城市人同等看待。

外来劳动力在城市所处的边缘化地位，归根到

底是由户籍制度造成的。要改变外来劳动力的这种地

位，惟一的途径是进行彻底的户籍制度改革。户籍制

度改革的最终目标，是消除户口的“含金量”，剥离

户口的福利含义，使户口仅仅执行人口登记和管理的

职能。这样，外来劳动力迁移到城市后，才能在就业、

社会保障、获得公共服务等方面，能够享受到与城市

居民同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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